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八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悠久的历

史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中通过各种文

字符号表述而流传至今的文献，就是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结晶。

“文献”一词，始见于《论语

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

之矣。”东汉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此二国之君文

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征，证也；文，典籍也；

献，贤也。”这段话大意谓：孔子说：“我能说夏代之礼，可惜杞国（周

封夏后裔之国）未能为我说提供足够的证据；我能说殷代之礼，可

惜宋国（周封商后裔之国）未能为我说提供足够的证据；这是因为

杞、宋二国现存的典籍和贤人皆不足的缘故。假如有了足够的典

籍和贤人，我准能引来证成我说了。”可见，“文献”一词的最早含

义：“文”，指历史典籍、档案等文字资料；献，指活着的贤人贮存在

他们脑中的文化学识、典章制度等记忆和他们的口传议论。“文”

是“献”之体，“献”是“文”之主；“文”是“死资料”，归根结蒂，还是由



意思是孔子所谓“献”是指杞、宋二国活着的贤才

“献”这个“活资料”综合“死资料”创造出来的“文”。二者交相为

用，遂成“文献”。

后期黄

用“文献”一词作为书名的有金代耶律履《文献公集》、元代中

《文献集》，但两人因谥号为“文献”，故后人为其编别集是

以谥名书而已，并非研究文献之书。真正研究文献并以此名书的

是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其于书前自序云：

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议、诸儒之

议论谓之献。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

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

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

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

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有的学者引马氏这段话之后得出结论说：“这里的‘献’⋯⋯它

的涵义已经和‘文’接近了，‘文’和‘献’的差别缩小了”。（周文骏

《文献交流引论

口头讲述议论；而马氏所谓“献”已都变成了文字资料而非口传议

论，似乎马氏之“文”与“献”，与孔子所说比较，二者的涵义“差别缩

小”了。但这只是表象而非实质，实质是：口头议论与书面材料二

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第一、孔子的春秋时代杞、宋两国的贤人如

果很多，便能用他们口头议论证成孔子夏礼、殷礼之说。那么他们

口头议论的来源和依据是什么？还不是和孔子一样，读典籍（文）

读得多，有关夏商之礼的代代口传听闻较广么？第二、如果他们的

远祖在夏商之世把关于礼制的史事和看法当时就用文字写出来，

则与马端临所说的“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有何本质区

别？他们也可能当时就写过，只是到春秋时已亡佚了。第三、或者

他们当时并未写下来，仅存于脑中而代代口传于子孙后世。如果



》八

献

孔子去征引这些子孙的见闻，他们既可口述，也可写成书面资料，

则又与马氏所谓“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议，以至名流之燕谈”有何本

质区别？可见，“文献”一词之涵义，马氏之阐述仍是遵循孔子原意

通考》包括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

精神而来；只是孔子所说“文献”仅限于“礼制”一项，而马氏《文献

、土贡、国用、选举、学

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

异、舆地、四裔等二十四考，囊括了整个社会各种制度的历史沿革

状况。加上至宋元时，典籍之多远非孔子时代可比，他岂能每项内

容都去征引“贤人”口述？何况“近代诸儒之评议，以至名流之燕

谈”，本身就包含了宋末时贤的看法在内。

有《中原文献》、程敏政有《新安文献志》；

明清时期，常把“文献”指代书籍资料，如明初编《永乐大典》，

原名叫《文献大成》，焦

编《国朝献征录》、清李桓编《国朝

清代有钱林辑、王藻编的《文献征存录》等。也有只用“献”字代指

贤人传记资料的，如明焦

类征》等。

近现代用“文献”一词的含义，除了保留传统的从《论语

到《文献通考》那两种含义外，还有两种新义：一是指具有一定历史

价值的图书档案资料，如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了

辑的《文献丛编》，主要就是发表清代至辛亥革命一辑、另有增刊

批内政、外交等档案资料。二是指具有某种学术价值的专著、论文

等，例如《科技文献管理》（周六炎）、《中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等。

这两种新义，显然是对“文献”古义的引申。

但是，也有把“文献”的定义界定太宽的。如《辞海》解释“文

献”一词古义之后云：“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

《辞源》亦云：“后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两个定义都包含“文

物”，实则有些文物虽有历史价值，却并不属于文献。例如很多原

始社会人类遗址中出土的古代猿人骨骼，以及出土的古代石器、金

属制造的各种生产工具、兵器，某些陶制、玉制等生活器皿等，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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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包括文献的载体演变、记录方式、装帧形

既无文字，也无图画或其它任何信息符号。这些文物虽然具有历

史考古意义，但却不算文献。文献必须具有传递信息的符号，如古

代文献是靠文字、图画或表意的刻符等附载于甲骨、金石、简犊、缣

帛、纸等固态物质载体上来传递信息的；现代文献除依靠文字、图

画、表格、数字、公式等附载于纸张或胶片上之外，新式的文献也得

依靠音响、影像、声像等符号附载于录音磁带、感光胶片等载体之

上。因此，不具备传递信息符号的文物就不能算“文献”。

年另一种观点则把文献等同于古籍，如郑鹤声、郑鹤春

编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全书七章，均是论述书籍的导言、结集、

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对非书籍古代文献如甲骨文、钟鼎等

金文之类，均未涉及。当代出版的某些文献学专著，也把古籍等同

于“文献”。虽然古籍确实是古代文献的主要部分，但决非全部。

因为还有甲骨、青铜、石碑等有文字的文献载体，都不算古籍（将这

些拓印成书才能转化为古籍）；那些未经整理编纂的出土零星竹简

和档案材料、信札、契约等，属于古代文献，但仍不能算古籍。古籍

必须是成书的簿册，如竹简木犊编成的简策（册）、缣帛书写的一卷

或一部书、纸写本、印刷本书籍等。

世纪以来，已出“文献学”是现当代兴起的一门学科。虽然

版了好几种文献学专著，但对于“文献学”的概念仍未形成一种相

对一致的认同。多数命名“文献学”的专著，如上所述，主要是讲述

古籍的专著；而在古籍范围内又以讲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主，

或加上阅读、检索古籍的常识。这当然的确是文献学的重要内容，

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作为文献学学科专业的用书，理应

兼包古今中外文献内容，除了文献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辨伪、辑

佚等传统内容之外

态；文献积聚、散失、整理、兴衰的历史；文献内容从传统到当代分

类的变化；文献编纂体裁的分类；文献的检索方法、保藏方法、流通

方式等等。



树广编著的《古

作为非文献学专业的文献学用书，则应根据各种读者实际需

要的不同而在编写内容上各有侧重。例如《中国古典文献学》，书

名就限制在“中国古典”；如果不涉及古代非书文献，那书名就应

当是《中国古籍文献学》；如果只涉及古代文、史、哲、农、医等某一

个学科的文献学，那就叫《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或《中国古典历史

文献学》等等。这样才名实相符。现在有的文献学专著就存在着

名不符实的现象。

其次，文献学应当注重实用和鼓励创新，注重实用就应力避空

疏和突出重点；鼓励创新就应避免面面俱到，力求根据不同层次读

者的需要，编著出各具特色的文献著作或教材。例如，中国古代文

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哲学等博士、硕士专业及本科课程，以及

社会上相关的研究所如文献所、出版社、图书馆、高校古籍研究所

等单位从事这“三古”的专业人员，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需要掌握相

应的文献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尤其需要了解本专业和相邻专

业从古到今有关文献的详细状况。然而现已出版的文献学，绝大

多数并未为他们提供这种系统的详细状况。唯

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还比较重视这种实用意义，作为高等院校文

科本科文献学教材，比较切合实用；但如用作“三古”专业的研究生

该课程教材，以及供从事“三古”专业的在职专业人员参考，则仍缣

不足。特别是当前高校教改提倡“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正在

逐步实施大文科（如文、史、哲）相互渗透，甚至文理工相互渗透，对

于“三古”专业的研究生而言，文献学就应重点为他们提供文、史、

哲等文科古籍文献及其研究状况。因为一则古代文史哲本不分

家，很多文学家也兼治史、治子，现在要“宽口径”，培养通才，更应

打破学科专业过细的壁垒；二则古典文献学若只讲经、史、子、集

四部及其各部子目，各举数例，并未包括古代研究这些部类的文献

状况，而要指导他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无法落实。例如经、

史、子、集四部书中，通代、断代都有一批重要名著，这些名著的编



家。据当代学者

卷。梁元帝萧绎据

家亡佚，只存

卷，至梁代

纂体例，内容梗概，优劣得失，以及后代迄于当代对这些名著有哪

些重要的注释、考证及研究的文献等等，文献学应该有系统地梳

理、提要的任务。只有这样，文献学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读书治学的

指导门径，科学研究的航标路灯。总之、文献学应突出实际致用，

把指导人们懂得如何有效地高度、充分利用文献为治学科研服务，

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文献学的价值才能充分发挥而为人们所重

视。

中国古籍文献是在不断地积与毁、亡与存的反复交替过程中

兴衰更迭地发展至今的。由于历代各种战争（如军阀混战、农民起

义、外敌入侵等），兵祸频仍，统治者出于思想文化禁锢的焚书销

毁，以及自然灾害（如水、火、虫灾等）的发生，造成了古籍大量的损

失亡佚。《隋书

荡”；四是西晋末年，“刘

牛弘传》载：隋文帝开皇初，秘书监牛弘上书建言

广开献书之路时，曾列举书遭“五厄”：一是秦始皇“下焚书之令”使

“坟籍扫地皆尽”；二是“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

三是东汉末年，董卓“西京大乱，一时

（萧）绎悉焚

（渊）石（勒）凭陵，京华覆灭，朝章阙典，从而失坠”（按：包括八王

之乱）；五是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书省经籍，

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及周师入郢　

艺文志》著录之于外城。”例如《汉书 家，书

阮孝绪《七录序》记载，已有

估计，《汉志》著录的书籍，现存书已不满

万卷书便随之焚江陵，因北周攻陷，萧绎不欲图书为北周所得，

毁。

明朝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中又补论了牛弘“五厄”



部，其中销毁将近 种，六七万部以上。

为“十厄”：六是隋末杨广曾下令搜焚天下纬书；七是唐代安史之

；八是唐末黄巢攻陷长安、洛阳，“宫庙寺署，乱，两京图籍毁于兵

唐书

焚荡殆尽”，“原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一时散失”（《旧

经籍志》）。九是宋朝图书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毁于

金国陷汴京的“靖康之灾”；十是南宋图书，一盛于淳熙，再盛于嘉

定，而终毁于蒙古骑兵“绍定之祸”。

次之

胡应麟补论“十厄”只讲到宋末，实际上元末、明末农民起义，

都曾攻陷北京。如明末内阁秘府所藏典籍，“至李自成人城，付之

一炬”（《韵石斋笔谈》卷上）；吴梅村家藏大量金元图书，在明末清

初动乱中也毁于一旦，他为此曾作诗痛惜（见《梅村家藏稿》卷十

九）。特别是清代大兴文字狱，据统计，共下令焚毁书籍达

多，共焚毁书

厕，则置之于水

（据孙殿起撰《清代禁书知见录序》）。晚清太平军入扬州、镇江、南

京、宁波等地，焚毁大量典籍，著名的天一阁藏书在战火中损失大

半；尤其儒家经典，太平军所到之处，“不投之于

多万册图书几乎荡然无存；

火”（《纪闻类编》卷四）。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永乐大典》等典籍被

焚抢而光。至现当代，如中日战争，日军“三光”扫荡，古籍损失惨

重，仅上海著名的东方图书馆便有

而“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浩劫中，公私古籍被抄被焚者更不计

其数。

除上述社会原因之外，还有自然灾害，如唐武德五年（公元

年）高祖李渊命司农少卿宋遵贵将东都洛阳收取的隋代古籍

用船载往长安，但运至黄河

二”（《隋书 年），

柱时，多被大水漂没，“所存者十不一

经籍志序》）。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

三馆秘阁失火，

明英宗十四年（公元

卷藏书全被焚毁，（程俱《麟台故事》卷二）。

年），南京文渊阁失火，藏书“悉为灰烬”。

年）毁于清宫失火。至于私

明编《永乐大典》未刊，只有抄本两部，其副本毁于八国联军入北

京，正本则早于清嘉庆二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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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中经新簿》目录，合四部书共 卷，（《中经新

卷（据《隋书

汉书 艺文

家藏书 毁于水、火、虫灾者，不胜枚举。

以上所述，凡由社会动乱引起每一次古籍毁亡之后，新王朝总

得又重新积聚清理一次图书。例如秦火焚书之后，汉兴，至武帝元

朔五年（公元前

年之间，书积如山”（《文选》卷

年）下诏，“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

任访《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

艺文志》）。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

注引《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

秘府”（《汉书 年），再次

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等主持校书。至哀帝

时刘向卒，诏令其子刘歆卒成父业。经过

七略》，共有图书《别录》、

王莽篡汉建新，赤眉军起义攻入长安，西汉

经籍志》）。班固正是在此基础上后来撰成

籍、文物几乎焚毁殆尽。及“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建轨，尤重

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数，石室、兰台，弥

以充积。又于东观、仁寿阁积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校焉”

（《隋书

卷了，至汉末献帝时，董志》，得《七略》所载书尚存者只剩

一批简

卓作乱，长安洛阳为兵火化为废墟，图书自然荡然无存。

经过魏、晋两代逐渐重新积聚，加上又得战国魏墓汲

策，荀

经籍志》。）晋武帝死后不久就爆发八王簿》已佚，此数字据《隋书

人石勒先后攻陷洛阳、长安，所谓之乱，后被匈奴刘曜（刘渊子）、

隋书“怀惠之乱，京华荡覆，渠阁秘籍，靡有孑遗”（ 经籍志》），就

卷了。

是指西晋灭亡，古籍亦亡。故东晋南渡之初，虽又重新积聚图书，

但据当时著作郎李充整理藏书，只剩

年）秘书监谢灵运奉命编纂国家藏

卷。其后战乱有减有增，齐永明

南朝宋元嘉八年（公元

书，撰成《四部目录》，共有

编《四部书目》，仅年间秘书丞王亮、谢 卷。梁秘书监任

卷；至梁元帝时，将文德殿藏书并入昉清理文德殿藏书共

年，向、歆父子撰成

经籍志》）。

年积聚的古



余卷，及灭南朝陈，隋代北周之初，牛弘上书说只有

因北周入侵尽毁于自焚。江陵，共达

、倪涛、汪藻、刘彦

“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但至隋末时，据《隋书

部，共

经籍志》载，已达到

卷。但如前所述，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

年），得隋朝洛阳图书，命宋遵贵载往长安途中时，多被大水漂没，

存者十不一二。故唐初继承隋朝书籍实际很少。修《隋志》是按隋

朝存目得来的数字。

部，

唐代很重视聚积文化典籍，加上唐朝新的著作也多。故开元

时毋煚所编《古今书录》共收书 卷。《新唐书 艺文

卷，再加部，

卷，佛经、道藏

志》即据开元书目整理补充，共录四部书

唐人新撰著述 卷，三项合计已有

卷。结果毁于唐末战乱。

宋代重文治，印刷术发达，文献遽增。仁宗庆历元年（公元

年）编成的《崇文总目》，仅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就已积聚了

年）孙

部，

卷。至徽宗政和七年（公元

适等编《秘书总目》，已共藏书 卷。靖康之变，毁于

中兴馆阁书目》共有书

金兵战火。南宋经高宗、孝宗两朝积聚，至淳熙五年（公元

年）秘书监陈骙上 卷。宁宗嘉定十

年），秘书年（公元 张攀续编馆阁书，又新增 卷。至

艺文志》加上宁宗以后的积聚，共 部，元朝修《宋史

卷。

多

元明清三代，因史志只载本朝人著录，不录馆阁所藏前代书

籍，故难以统计。不过，仅《永东大典》就收书七八千种，

卷；而《四库全书》就收书

卷，仅此两项相加，便有

部，则有

卷，外加存目部， 部，

部，

部，约在

卷。若再加上禁

毁书籍 多万卷上以上，可谓空前

丰富了。

现存古籍文献，据民国时郑鹤声《中国文献学概要》，认为不下



万卷。而当代学者估计，我国现存古籍文献当在

（见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 年版）。页，齐鲁书社

万种以上

先说本书编撰的缘起。编者多年在高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本

科教学及该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工作中，特别是多年为硕士生开

“古籍文献学”课程中，一方面深感中国古籍之浩如烟海，常令人不

得要领而望洋兴叹；另一方面也深感年轻一代对于古籍文献的了

解，简直是惊人的陌生和肤浅！即使开了文献学课，他们绝大多数

“查资料”，仍习惯于只看今人的论文和专著，东摘西抄，仍是第二

手资料；而不去充分利用古籍第一手资料。究其原因；一是阅读古

籍的能力较差，即使对有旧注的古籍阅读理解尚很困难，更遑论对

众多无注的白文！故其心中有一种对古籍文献的潜在畏惧心理。

二是文献学实践性很强，即使开过此课，学了文献学的一般原理之

后，还得要靠大量在书库中的翻阅实践，才能将理论消化，并转变

为有效利用文献资料去指导治学科研的能力。而教师授该课时，

受课时限制，虽然也用 到 课时到图书馆现身说法，指导他

们动手检索，但那毕竟只是各类古籍举例性的实践而已，对于林林

总总的古籍不 九牛一毛。其三便是现有的文献学、目录学、版本

学、校勘学等专书，虽然出版不少，也都各有特色，但却没有为读者

提供一个分类条理清晰的要籍提要及各类各书的系统完整的研究

书目系统。虽然有《四库全书总目》、《简明四库全书目录》、《书目

答问》等可资利用，但一则观点陈旧，版本著录不仅少述源流，且近

现代已有很多经过精心校注的整理本也未反映出来，恰恰这种整

理本更适于年轻一代阅读。

至于对某类书后人的研究书目，特别是现当代人研究著作，不



年为止，后有续编，亦只到到

仅《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之类无法提供，即使当代出版的目

录学、文献学专著，也均无较系统的反映。例如古代文学，中国社

究论文目录索引》

科院文研所和北京师院中文系资料室曾编印过《中国古典文学研

，但只收论文而不收专书，而且只

，不但只到

年为止；而研究的专著系

统书目，迄未曾见。史学方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编印过

《七十六年史学书目》 年，而且收录亦

缺漏太多。《民国时期总书目》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卷，对本阶段

出版书目虽收罗较全，但因有书必录，未加别择，部帙浩繁，作图书

馆备查资料可以，作为本科、研究生专业文献研究书目就不适用。

此外《全国新书目》（月刊）、《全国总书目》（年刊）是综合性连续出

版物，部头更大，要想查阅几十年某一专业的研究书目，不知要翻

才能完成！何况它们也只限于建国以后几十阅多少麻袋的卷

年。

有鉴于此，笔者数年前就着手分类编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书

目”，采取要籍提要，后附该书古今重要研究书目；其余未提要的则

只列该类书（如文学史、文论史及各体文学、各类题材文学的通代

论著等）的古今研究书目，后来为了“宽口径”，又着手编史学、哲学

要籍提要及研究书目。以《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以后续编书

目、《书目问答》、《民国时期总书目》、《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

目》，以及现当代人编的各种专门书目、专书书目和一些杂志上介

绍的港台某阶段的专科书目等为参考，博收严择，历经数年，不断

增补，渐成初稿。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三古”专业的实际需要，广

采诸家之说，择善而参以拙见，撰成文献学理论部分六章。本拟合

两部稿为一书出版，以利实用、方便，但一则部头太大，翻检不便；

二则书名也很难做到简短而又尽赅；三则“要籍提要及研究书目”

部分仅成初稿。修改誊正才完成一半，全部完成尚待时日。考虑

再三，仍分两书出版为宜，先将已完稿的理论部分定命为《中国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余家，其中如王逸《楚辞章句》、许

典文献学》付梓，至于《文史哲要籍提要及研究书目》待改誊完稿后

作配套的姊妹编出版。

《中国古典文献学》之所以冠以“古典”二字，一是因为该书仅

限于对古代文献的论述；二是它不包括现代新起的依靠音响、影像

等符号附载于磁带、胶片、光盘、网络等载体之上的文献。全书除

“绪论”之外，分为六章。大抵囊括了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原理。其中一、二两章从总体上概括论述了文献和古籍文献的

外部、内部的结构特征。为了“古为今用”，兼顾古今文献分类的实

际而又能避免重复交叉，故第二章特从编纂体裁和体例上对古籍

文献进行分类论述；第三章“古籍文献的目录”，则是从古籍内容按

历史传统分经、史、子、集四部来分类论述。这样既避免了《四库全

书》分类中体、义标准混淆的弊病，又有利于把由古、今分类差异而

形成的复杂问题说得更加透彻明晰。三至六章分别为古籍文献学

所包含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也是传统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虽

各自只设一章，而力求将三种各自可单独成为专门学问的有关内

容言简意赅地尽量包容殆尽，并分别勾画出其历史源流演变的线

索，注重理论与实践、概论与史略、系统与重点、观点与例证这四个

方面的辩证统一。至于古籍文献的辨伪与辑佚等内容，则拆散融

入各章之中兼带叙论，不另立专章，以免繁冗。此外，第一章中“古

籍装帧的体式”与第四章“古籍文献版本学”，也各有侧重，详略互

见，而避免重复。

十翼）及传

为了增强广大读者学以致用的能力，特别是古籍整理的能力，

本书特地增加了“古籍文献注释学”一章，这是已经出版的各种文

献学中所没有的。注释学本是一门单独的学问。其历史几乎与古

籍中儒家经学史一样长久，从孔子为《周易》作《易传

为其弟子子夏（卜商）所作的《周易卜商传》、为《诗》作传、为《礼》作

《丧服传》、及传授《春秋》的《公羊》、《谷梁》二传起，便是经学的早

期注释；至东汉以注释名家者



九章算术注》以郦道元《水经注》、祖冲之

慎《说文解字》、赵岐《孟子章句》、郑玄注《毛诗》、《三礼》、《周易》、

秋》、应

《论语》、《尚书》、何休《春秋公羊解诂》、高诱注《淮南子》、《吕氏春

《风俗通义》等，对后代影响都很大。魏晋南北期间，曹操

三国志注》

《孙子略解》、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老子注》、孙炎《尔

雅音义》、杜预注《左传》、郭璞《尔雅注》、《山海经注》、葛洪《本草

注》、裴松之

、孙奭等进一步完成了《十三经》的注

及南北高僧的各种佛经注，已从先秦两汉主要注经扩大到注释各

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唐代孔颖达、贾公彦、徐彦、杨子勋、李隆

基（玄宗）、元行冲，宋代邢

注《黄帝素问》、道世《金刚经集注》等，都影响很大，

疏。此外唐代李善注《文选》、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

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等注《后汉书》、尹知章《管子注》、杨倞

《荀子注》、王

九家集注杜诗》，徐居仁、黄

注释学已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宋代注经一反汉唐章句训诂

传统而重在疑古翻新探求义理，如欧阳修《毛诗本义》、王安石《三

经新义》、苏轼父子《易传》、苏辙《诗集传》、朱熹《诗集传》、《四书章

句集注》等；同时扩大到对诗文别集和金石书画的注释，如方崧卿

《韩文举正》、《外集举正》，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韩昌黎文集》，韩

醇、童宗说、张敦颐、潘纬等注释柳宗元集合为《增广注释音辨柳

集》，王彦辅《增注杜工部诗》，郭知达

《画史》、《书史》等，都很有

鹤等《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等；金石书画的考注如欧阳修《集古

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米

的著作就有

价值。历元明至清，注释更加兴盛，清代集注释之大成，注解经学

部（据阮元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编《续皇清经

集笺注》、冯诰《玉溪生集

解》）；又如对别集的注释出现了钱谦益《钱注杜诗》、杨伦《杜诗镜

诊》、浦起龙《读杜心解》、仇兆鳌《杜诗详注》、王琦《李太白诗集

注》、《李长吉歌诗汇解》、赵殿成《王右

笺注》、冯集梧《樊川诗集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权

威注释；此外子、史方面的考注也不少。



由此可见，注释古籍对帮助读者阅读古籍、弘扬传统文化、研

究文史哲等学术，从而更好地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了。在

浩如烟海的文史哲及自然科学古籍中，已为古人注释过的只是极

少一部分，大量的古籍不但从未有人注释，连校勘、整理均尚未进

行，历史的重任当仁不让地落到当代治“三古”专业的年轻学子和

专业工作者肩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领

导小组，各省市社科院、高校及图书馆也都分别承担了古籍整理的

任务。有些古籍不仅需要点校、汇编，还须注释甚至翻译，才能有

利于全社会的普及和提高，进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注

释学就包括标点断句、注释、翻译等内容，但它又必须以目录学为

指南、版本学为前提、校勘学为基础，然后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

学、训诂学、考据学以及文学史、文化史等知识和检索使用经史子

集、字书辞书、丛书类书、政书地志等群书的能力，才能胜任。因

此，本书将它置于最后一章，就意味着它是对前几章文献学基础知

识、基本理论的综合运用与实践检验。这也是本书章节构架的一

点深意所在。



年）才被北京金石收藏家王 荣偶

文献载体，指附载文献内容的人工固态物质材料，它具有传递

和贮存文献信息的功能。但文献的构成，除载体之外，还应包括记

录文献于载体之上的方式和文献装帧的体式。

我国古代文献的载体，先是甲骨、青铜器、玉版、石碑，继用简

、缣帛，最终是纸。当代科技发展，又出现了胶片、磁带、激光盘

等新式文献载体。甲骨、青铜器、石碑，属文献载体，但不属于古籍

文献（图书）载体；古籍文献指的是古代图书，其载体包括简犊、缣

帛、纸三类（玉版虽有出土实物，但已不存文字）。但后三类是从前

三类发展而来的，故一并分述之：

（一）甲骨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载体是商朝记载占卜吉凶卜辞的龟甲兽

骨。这种记在甲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是当时史官保存的重要

文献。因为是从殷商废墟出土发现的，故又称“殷墟卜辞”或“殷墟

书契”。

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但在历史上曾长期湮埋无闻，直到

晚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片。考释研究之著述更多， 年

片。王死后，这些甲骨为丹徒

年，民国

年代初为止，国内大陆有 个城市 多个单位

多片（据胡

字，但可识解者不

多种，论文

种；

然发现，遂四处搜求，共积有

人刘 《老残游记》作者）所得，他又继续多方搜集，增至

片，遂择其字迹完好者编成 铁云藏龟》，于 年拓印问世，此即

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次年，孙诒让据此撰成《契文举例》二

卷，即开甲骨文字研究之始。随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进一步广泛

搜访，罗先后搜得

编》等；王国维编有《

片，编印成《殷墟书契前编》、《后编》、《续

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等，并著有多种考证论

年至著，取得了甲骨文与商史研究的硕果。从

中央研究院先后在河南殷墟进行了

、严一萍等人均对甲骨文的考释

次考古发掘，将发掘出的甲

骨文编成《殷墟文字甲编》、《乙编》。此间，郭沫若、于省吾、胡厚

宣、陈梦家、商承祚、唐兰、张政

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世纪

清末民初，英、美、法、德、日等东西列强曾从我国大量运走甲

骨。至

万余片；港台藏有约收藏甲骨共 万片；日本、加拿大、英、美、

国共藏有德、俄、瑞士、法国、比利时、韩国等

字。现存甲骨单字共约

厚宣《甲骨合集编辑的缘起和经过》）。甲骨每片少则几个字或几

十字，多则达

多年间，国内共收藏甲骨拓

万片左右。著录甲骨文的专书有

字而已。从发现甲骨至今

多种，共

多篇，共著录甲骨约

人，论著约以前半个世纪，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近

种，加上国年至今 多年，国内研究者约

种左右。

人左右，论著约

外发表的论著，据一位外国学者估计当在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印了《殷墟文字缀合》，将断

碎的甲骨联接缀合成文。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及《补编》又有

新的补充。 年考古研究所又编印了《甲骨文编》，收录了

字，可释者近 字，每字注明出处和简释。于省吾的《甲骨文

过

本



距今已有

字释林》和他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

等，都是研究甲骨文的重要专著。至 年代，由郭沫若主世纪

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则是一部巨大的甲骨文资料

总汇，经过认真的去伪、去重、缀合，选出甲骨 片，先按时代

、手工业、商业交通四个小

年出齐。另有

兄癸

先后分为：武丁及其以前，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

乙、帝辛五个时期；各期再按内容分为：

社会生产（包括：农业、渔猎畜

阶级和国家（包括：奴隶

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刑罚监狱、战争、方域、贡纳七个小

类）

思想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类）

其它；共 大类 个小类。以

册，已由中华书局

拜、祭祀、吉凶梦幻八个小类）

上图版部分分为

年出版，

释文、索引、附录等册。该书未收录的小屯发掘的甲骨，则由中国

社科院考古所整理，编成《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

片。收录甲骨

片，单字约

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遗址发现周代甲骨

余片，初步清理有字甲骨约 多个，是研究

周史的重要史料。王宇信有《西周甲骨探论》，对此研究作了综述。

（二）青铜

从河南郑州、安阳等地发现的商代冶炼青铜器的遗址，说明我

国青铜冶炼技术在殷商时期已大量应用；至于传说中的禹铸九鼎，

多年历史，只是尚待出土文物证明。传世的商代

青铜器上，常铸刻着类似甲骨文的铭文，一般称为“金文”，以其铭

于钟、鼎居多，故又称为“钟鼎文”，恰与《墨子 鲁问》“以为铭于钟

鼎，传遗后世子孙”相印证。例如商朝的乙酉父丁彝、己酉戍命彝、

、戊辰彝、

公斤，

尊、庚申父辛角、般献等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是

类似甲骨文的，字数较少；重量最重的是司母戊大鼎，达

在世界青铜器史上也是罕见的。到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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